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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记忆：论宋元时期
韩柳散文典范性的生成＊

裴云龙

【摘　　要】宋元知识阶层对韩柳散文典范价值的诠释，是对唐代文学记忆的重构和对

文学史的重新认知。在文章学兴起的南宋时期，多部文章选本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将对

唐代散文的考察聚焦于韩柳两家。各类选本与 “文话”对韩柳文章在语言运用、篇章结构

等方面的写作技法做了充分提炼，对其传承自前代文章及影响宋代散文的要素亦有精细探

研。在儒学转型的文化语境中，韩愈散文的典范性经反复辨析后得到重估。柳宗元散文的

史学价值经北宋古文家发现，并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可。韩柳散文的并称，体

现了宋元儒学精英并重经史的知识教育思想与兼容多种个性的审美好尚；韩柳与北宋六家

散文的整合，完成了 “唐宋八大家”体系的建构，也为这个以宋学为基础要素的经典系统

明确了内容与风格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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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裴云龙：《理学思维的儒学史审视———北宋六家散文经典系统的建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②　参见杨再喜：《宋代接受视野中的 “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及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

研究》第１１～１３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２～１７５页；何诗海：《清代非韩论及其对 “文以载道”的冲击》，《文

学遗产》２０１９年第１期；刘成国：《文以明道：韩愈 〈原道〉的经典化历程》，《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唐宋八大家”这一称谓虽然出现于明代，但这一文章典范体系的形成肇始于理学思想发展成熟

与文章学兴起的宋元时期。在唐宋八家中，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属性的确立，体现了南宋、金元知识

阶层在理学思想主导下对宋学早期形态、理念的审视性回顾；① 而韩柳散文的经典化及其与北宋六家

的融合，则反映了有宋以来知识精英对唐代文化记忆加以重估，并以新的视角将其确立、整合为文

学典范的历史阐释过程。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都论及韩柳散文在后世的接受问题，或着眼于对重要

篇章的阅读史梳理，或侧重于解析某时期特定的批评思潮，② 但对韩柳散文经典属性的确立过程和意

义鲜有集中的论述。本文将重新审视宋元知识精英对韩柳文章典范性的解读，在经历了分歧、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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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渐趋明确、凝定的历程，深入考察在这一时期里，韩柳散文作为文学经典的属性与含义相较于以

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一历史认知、观念建构过程的文化内涵。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整个史学传统的发展都表现为对记忆的规范化和自发的深化”以及 “对过

去的完整无缺的重构”，① 而历史回忆 “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

性的诉求”。② 宋元士人对韩柳散文的批评与阐释，也属于对文学记忆的重构和对文学史的重新认知，

更与其当时的文化诉求有机地连接在一起。

一、记忆的聚焦：文章选本对韩柳散文的选录

如何评价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前代文学遗产，建设自己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念，是宋代知识

精英面临的重要问题。前代文学作品的选本是编选者从记忆资源中筛选名作、树立经典之思路最直

观的展示。宋初，由中央政府组织编纂，旨在接续 《文 选》，保 存、汇 总 并 回 顾 南 北 朝 及 唐 代 文 学

成就与精华的文学总集 《文苑英华》中收录了大量韩柳 散 文。不 过，《文 苑 英 华》的 主 要 历 史 意 义

在于对唐代文学文献的全面汇集与整理，南 宋 时 周 必 大 在 为 此 书 所 作 序 文 中 称： “修 书 官 于 宗 元、

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辈或全卷取入。”③ 故尚不能清晰反映编纂者的经典观念与选择

意识。

北宋时期，具有明 确 编 选 原 则、充 分 体 现 编 纂 者 文 学 经 典 观 念 的 唐 代 诗 文 选 本 是 姚 铉 主 编 的

《唐文粹》。姚铉在该书序言中提及韩愈在思想维度的贡献，“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

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

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

继杨孟，斯得之矣”。④ 在 《唐 文 粹》划 分 的 文 体 中，有 古 赋、颂、赞、表 奏 书 疏、制 策、文、论、

议、古文、碑、铭、记、箴诫铭、书、序、传录记事等１６个大类，共计１１０５篇，其中韩愈、柳 宗

元作品的选录数量分别为６２篇和６１篇，居前两位。然而南宋后，该书的选录标准受到了一些质疑。

张淏在 《云谷杂记》中指出， 《唐文粹》未收 录 韩 愈 的 《送 穷 文》与 《平 淮 西 碑》，却 选 入 段 文 昌、

段成式父子的同题之作，这一瑕疵使该书无法承当 “得唐文之精粹”的美誉。⑤

宋室南渡后，出现了更多以较明确的编选原则择录前代经典散文的文章选本，成为文章学确立

并发展成熟取得的硕果。⑥ 这些选本收录的唐代散文中，韩愈、柳宗元作品都入选颇多。对于其具体

数量，本文在此列表展示 （见表１）。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这些选本的７位 编 选 者，除 王 霆 震 外，其 余６人 均 属 于 南 宋 理 学

家的范畴，且多人之间都 结 有 学 缘。 《观 澜 文 集》的 编 者 林 之 奇 既 是 吕 祖 谦 的 宗 师，也 是 其 伯 祖

吕本中的弟子。《崇古文诀》的编纂者楼昉师从于吕祖谦，从属 于 《东 莱 学 案》。汤 汉 与 编 纂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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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７页。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８５页。

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５１１０，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０册，第

１８４页。

姚铉：《唐文粹序》，《唐文粹》，《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３页。

张淏：《云谷杂记》卷２，《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３页。

参见祝尚书：《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及 《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

南宋孝宗朝》，《文学遗产》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章正宗》的真德秀亦有学术交往，《宋 史》本 传 称 “真 德 秀 在 潭，致 汉 为 宾 客”，① 且与谢枋得一

起被归入 《存斋晦静息庵学案》。第二，《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中包含了已佚的另一部南宋文章

选本 《古文标准》的部分内容，由相关篇目可考知 《古文标准》中至少收录了１５篇唐代散文，包括

韩愈、柳宗元作品各７篇。② 第三，这７部选本或其续编中均收录了较多数量的宋代散 文，在 《古

文关键》《崇古文 诀》《续 文 章 正 宗》《妙 绝 古 今》等 选 本 中，欧 阳 修、苏 洵、苏 轼、王 安 石、曾

巩等人的作品入选较多，北宋六家散文作为经典体系的雏形 也 在 这 些 书 目 所 呈 现 的 选 文 格 局 中 基

本形成。

表１　７部选本对韩柳散文的选录情况

文章选本名称 编选者 入选散文篇目总数 入选唐代散文篇目数量 入选韩柳散文篇目数量

《观澜文集》 林之奇 ２４９　 １１３　 ３２ （韩文２１篇，柳文１１篇）

《古文关键》 吕祖谦 ６１　 ２１　 ２１ （韩文１３篇，柳文８篇）

《崇古文诀》 楼昉 １９３　 ４１　 ３９ （韩文２５篇，柳文１４篇）

《文章正宗》 真德秀 ６２３　 １２１　 １１７ （韩文７５篇，柳文４２篇）

《妙绝古今》 汤汉 ７０　 ８　 ７ （韩文６篇，柳文１篇）

《文章轨范》 谢枋得 ６９　 ３９　 ３７ （韩文３２篇，柳文５篇）

《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 王霆震 ４６７　 ６４　 ４３ （韩文２７篇，柳文１６篇）

通过表１所呈现的选文数量，可发现在这些南宋选家的视野中，韩柳两家的作品大体被视作唐

代散文全部经典篇章和历史成就的代表。其中，《古文关键》选录的唐代散文唯有韩、柳之作。在韩

柳作品之外，只有李翱 《答皇甫湜书》《复性书》《去佛斋》《平赋书》 《国马说》，李汉 《集昌黎文

序》，杜牧 《守论》《阿房宫赋》，元结 《大唐中兴颂序》等极为有限的唐代散文被编入上述选本。其

中，李翱、李汉亦属韩愈弟子，《集昌黎文序》亦针对韩文而作。由此可知，南宋士人对唐代文章的

审视标准相较于北宋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理学思想的引领下，他们对唐代文章的关注与批评聚焦

于韩愈、柳宗元两家，具体篇目则大都包含 《原道》《师说》《封建论》《天说》等阐释学术思想与道

德行为观念的论说文。并且，这些选本对韩柳文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北宋古文家的作

品均予以重视，由此形成了将唐、宋散文经典连接、贯通的纽带，也构成了 “唐宋八大家”这一文

章典范体系的最初轮廓。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韩柳散文的典范属性逐渐在 “唐宋八大家”这一范畴内的生成和重新诠

释，体现了文章学与理学思想共同发展之合力的作用。文章学的发生旨在为各类文章的写作技法提

供明确、清晰的指导，韩柳散文在表达维度的示范性上得到了明晰、深入的梳理和呈现。理学思想

则从知识与文化维度，对思考、诠释韩柳散文的典范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记忆的精细化：韩柳散文表达技法的研析

作为文章典范，韩柳散文在写作思路、技法方面有哪些值得后人效法、借鉴的具体经验？这一

全新的问题，在文章学萌芽、滥觞的两宋之际才开始得到持续且深入的关注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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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章学的重要载体，南宋诸多文章选本都附有相应的评点，对所选作品的内容要旨加以概

括后，试图对其驾驭语言、结构篇章的理路加以提炼，并引导阅读者锁定解读的关钮与重点。在前

文所列举的选本中，《古文关键》《妙绝古今》《文章轨范》都对所选韩柳散文做了相当多的评点。另

外，《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中也辑录了 《古文标准》对一些韩柳散文的评析，例如对柳宗元 《送

薛存义序》评论道：

敩斋 《古文标准》评曰：此篇文势转圆，如珠走盘中，略无凝滞，加之论为吏者乃民之役，

非以役民，议论过人远甚。中间以庸夫受直怠事为譬，且云势不同而理同，此识见最高。至于

结句，用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亦与发端数语相应，学者宜玩味。①

可知 《古文标准》也在择录经典散文的基础上注重对文章理路、结构、体势的深度解析。与之类似

的，还有元人程端礼为真德秀所编 《昌黎文式》所做的批点。

除选本外，自北宋后期开始，这类对前代经典文章写作技法加以提炼的 “文话”亦多见于各类

文献中。例如吕本中在 《童蒙诗训》中写 道： “韩 退 之 文 浑 大 广 远 难 窥 测；柳 子 厚 文 分 明 见 规 模 次

第，［初］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读韩文，则工夫自见。”② 黄震在 《黄氏日抄》中对部分韩柳散文文

法、特色或亮点做了总结与褒扬，例如评 《进学解》为 “类赋体，逐段布置，各有韵”，③ 评 《非国

语》组文为 “驳难多造理，文亦奇峭”。④ 这些 “文话”与文章选本中的评点一道，通过探研、提炼

韩柳文章在梳理语言逻辑、结构篇章布局等方面的经验和规律，在更精细的层面将其树立为提升写

作技能与文学涵养的文章典范。

文章学的逐步成熟，也促使宋元知识精英从文学史传承与沿革的视角评价韩柳散文。北宋后期，

“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黄庭坚以 “夺胎换骨”之法审视诗歌创作，而这一思路也渗透在他对前代散

文的解读中。在 《跋韩退之 〈送穷文〉》中，黄庭坚认为：

《送穷文》盖出于扬子云 《逐贫赋》，制度始终极相似，而 《逐贫赋》文类俳，至退之亦谐

戏，而语稍庄，文采过 《逐贫》矣。大概拟前人文章，如子云 《解嘲》拟宋玉 《答客难》，退之

《进学解》拟子云 《解嘲》，柳子厚 《晋问》拟枚乘 《七发》，皆文章之美也。⑤

黄庭坚从扬雄 《逐贫赋》《解嘲》及枚乘 《七发》等汉代名作中寻求韩柳散文的行文理路与语言风格

来源。南宋时，吴子良亦在 《荆溪林下偶谈》中认为 “韩柳文法祖 《史记》”，且提及韩愈 《获麟解》

中 “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

的句法来自 《史记·老子列传》，而柳宗元 《游黄溪记》中 “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

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 百 数，永 最 善。环 永 之 治 百 里……其 间 名 山 水 而 村 者 以 百 数，黄 溪 最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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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句式模拟了 《史记·西南夷列传》。① 此外，更有一些论者认为韩柳从先秦经史文本中提炼行文方

法，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气质与风格，如邵博在 《邵氏闻见后录》中提到 “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

子厚之文自史中来”。② 然而刘埙在 《隐居通议》中则指出这一看法的疏漏：

韩文世谓其本于经，或谓出于孟子。然其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秘，示

人以高，故未尝尊称迁、固。至其平生受用，则实得于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然则

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 《史》《汉》而他求也。流俗无特见，随声附和，以韩文为一出于经，

误矣。③

刘埙的此段表述既纠正了将韩愈文法单纯归因于经部典籍的偏 颇 之 处，同 时 将 考 察 的 焦 点 重 新 凝

聚于 《史记》与 《汉书》，认为 这 两 部 汉 代 史 籍 的 叙 述 手 法、议 论 笔 调 与 韩 愈 散 文 风 格 的 形 成 具

有更加直接、密切的联系。也有一些论者从更加宏观、全 面 的 历 史 视 野 看 待 这 一 问 题，能 够 针 对

各篇文章的特色提出各自的观点。例如杨万里亦在 《诚斋 诗 话》中 针 对 韩 愈 的 不 同 文 章，指 出 其

对 《尚书·舜典》《左传》《晋书》及东方朔谏书等多部文献中 言 辞 与 文 法 的 化 用，同 时 认 为 柳 宗

元 《答韦中立书》中也包 含 了 对 《周 礼·考 工 记》部 分 句 法 的 模 拟。④ 总 之，摸 索 前 代 经 典 与 韩

柳散文文法的相似因素并加以提炼的解读策略，可视为 “江 西 诗 派”理 念 对 文 章 学 的 影 响，也 体

现了北宋后期以来知识精英以 “转向内在”的理路，从既有 知 识 体 系 和 文 化 资 源 中 寻 求 经 验 并 予

以总结、归纳的学术倾向。这一解读思路既是对韩柳散文 写 作 策 略 的 细 致 揣 摩，也 尝 试 从 文 章 构

思、布局、笔法的角度建构更为精细的文学史脉络。同时，他 们 亦 从 行 文 法 则 方 面 强 化 了 韩 柳 散

文与先秦两汉文这一终极典范 之 间 的 连 接，从 而 在 精 细、微 观 的 层 面 丰 富 了 “古 文”的 学 术 内

涵。这种解读与批评的视角，也为明代关于 “秦汉文”与 “唐 宋 文”何 者 为 尊 的 经 典 观 念 论 争 奠

定了学理与话语基础。

同样，宋元知识精英还关注韩柳散文表达风格对宋代散文的影响，特别是欧阳修、苏轼对韩柳文的

借鉴。例如陈善在 《扪虱新话》中写道：“公 《祭吴长文》似 《祭薛中丞文》，《书梅圣俞诗稿》似 《送

孟东野序》，《吊石曼卿文》似 《祭田横墓文》，盖其步骤驰骋，亦无不似，非但效其句语而已。”⑤ 南宋

末期的史绳祖剖析过苏轼 《表忠观碑》对柳宗元 《寿州安曹掾孝门铭》的踵武之处：

东坡 《表忠观碑》，先列奏状以为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铭，其格甚新，乃仿柳柳州所作

《寿州安丰县孝门铭》。盖以忠比孝，全用其体制耳。柳宗元 《孝门铭》，史臣既全载于唐 《孝友

传》，文甚典雅。苏轼 《表忠观碑》，视柳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许之。二文旨

意，其允合于史法矣。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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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１ “韩柳文法祖 《史记》”条，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４２０·诗文评类），

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４８１册，第４８９页。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１４，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刘埙：《隐居通议》卷１８ “文章”之 “昌黎文法”条，《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９０页。

杨万里：《诗话》，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１１４，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３６８页。

陈善：《扪虱新话》卷６ “欧公多拟韩作”条，上海书店１９９０年版，该卷第１页。

史绳祖：《学斋占毕》卷２ “《表忠观碑》体 《孝门铭》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１６０·杂著类），第８５４册，第３０页。



在这些解读者看来，韩愈写作论说文、序体文的理路与风格对欧阳修颇有启发，而苏轼评述历史的

文章较多取法于柳宗元。这就在韩柳文与欧苏文的写作经验及表达方法之间找到了历史的有机联系，

由此揭示韩柳散文对于宋代文章典范的形成所发挥的具体影响。

宋元知识精英在文学史的线索、谱系中考察韩柳散文技法、文风的历史来源与后续影响，将其

对前代经典的承袭、拓展、开创等因素做了辨析。他们一方面强化了韩柳文与先秦汉代文章这一更

为悠远的文化记忆之间的细微联结，另一方面也从相对微观的层面揭示了韩柳文本身作为记忆资源

的当下影响，从而引导学习者在更加精细的历史坐标系中，以前后关联的文章史视角审视韩柳散文

的文法价值，也由此成为后世文学批评和观念论争的起源。

在这一学术文化语境中，韩柳散文的表达技法也得到了理性、多元的审视与讨论。有些论者也

从一些角度对韩柳文章写作中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例如：朱熹指出，“柳文局促。有许多物事，却要

就些子处安排，简而不古”①；王若虚亦对 《原道》《师说》《圬者王承福传》等文的措辞、句法疏漏

有所指摘。② 由此可知，宋金元时期的知识阶层对韩柳散文的成就和不足都能做出较为理性的总结和

思索。这种多元、理性的审视和解读，在他们从思想文化维度对韩柳散文的典范性的重构中有更为

突出的体现。

三、记忆的辨析：韩愈文章典范性的争鸣

韩愈以其对 “博爱之谓仁，行 而 宜 之 之 谓 义；由 是 而 之 焉 之 谓 道，足 乎 己，无 待 于 外 之 谓 德”

的立论与阐释，③ 以及对 “信道笃而自知明”之文化人格的坚守和弘扬垂范于中唐士林。④ 然而，时

人对于韩愈的尊崇却未普遍上升至儒学道统的高度。直至韩愈逝世数十年后，方有皮日休从儒学思

想史的维度标举韩愈的意义，“文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

然而自正”，并以此请旨将韩愈配享太学。⑤ 不过，中晚唐及五代趋于动荡、萎靡的政风和士风，并

未将韩愈的示范性提升至更为卓越的位置。五代时成书的 《旧唐书》对韩愈及其文章的评述也局限

在文学的维度⑥

北宋初期，在政治 局 势 稳 定 的 前 提 下，整 合、阐 释 前 代 文 化 记 忆 资 源，强 化 并 维 护 儒 学 道 统，

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诉求。柳开、孙复、石介等许多士人都在对思想史的回顾与阐释中高扬韩

愈散文作为文化典范的价值，尤其推重 《原道》《原性》《师说》等阐发儒学思想与道德理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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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３５中称：“退之 《原道》云：‘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

宫室’。三 ‘然后’字慢却本意。又云：‘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葛之’‘饮之’

多却 ‘之’字。”“《师说》云：‘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此两节，文理不

相承。”“《圬者王承福传》云：‘又曰：粟，稼而生者也。’‘又’字不妥。盖 前 无 承 福 语 也。” 《四 部 丛 刊 初 编》本，上 海 书 店

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５页。

韩愈：《原道》，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５页。

韩愈：《伯夷颂》，《韩昌黎文集校注》卷１，第７２页。

皮日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皮日休著，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薮》卷９，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８页。
《旧唐书》本传称：“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 家 新 语。后 学 之 士，取 为 师 法。当 时 作 者 甚 众，无 以 过 之，故

世称 ‘韩文’焉。”参见刘昫等撰：《旧唐书》卷１６０，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２０４页。



从而将韩愈文章的经典属性确立在儒学道统的谱系中。① 其后，欧阳修将韩愈文章受到广泛推崇的局

面描述为 “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② 由此可印证，北宋前期的知识阶

层已普遍将韩愈文章标举为道统记忆中的经典文本。

与此同时，针对韩愈文章的非议也开始出现。与欧阳修同龄且具有相当名望的僧人契嵩基于反

对儒家士大夫辟佛的立场写下了 《非韩》组文三十篇，每篇均指向韩愈的一篇代表文章。开首且最

具纲领性的上篇指向 《原道》，认为该文对佛老的抨击既忽视了儒释道知识体系的相通性，又脱离了

历史发展的具体语境而 “不知其时”，且与韩愈在其他文章中的态度也无法自洽，“此不唯自惑，亦

乃误累后世学者矣”，甚至认为该文为儒学勾勒的道统谱系也缺乏文献的支撑，称 “韩子不顾典籍，

徒尊其所传，欲其说之胜 强，而 不 悟 其 文 之 无 实，得 不 谓 谩 乱 之 也”。③ 对 于 韩 愈 《原 性》中 所 谓

“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的观点，契嵩认为这一说法是对孔子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误

读，混淆了性、情的概念区别，“彼徒见五常者出于性，而遂以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④

从本体论的角度批评了韩愈的哲学思想。在 《非韩》中篇、下篇针对韩愈 《与冯宿书》《赠绛州刺史

马府君行状》《与孟简尚书书》《读墨》《送高闲序》《论佛骨表》等文的批评中，上述论点亦以多种

角度被重提。契嵩的组文，构成了对韩愈散文史无前例的激烈批评，他试图采用被儒学精英普遍接

受的知识与理念，通过对韩愈的抨击为佛家思想正名，扭转 “学者不复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

其文，而讥沮佛教圣人太酷”⑤ 的局面。

契嵩的 《非韩》组文在儒学士大夫中虽并未引来直接的对话或回应，但他的诸多观点却可在不

少人的文章中找到相近或相同的主张。邵博在 《邵氏闻见后录》中对欧阳修 《谷城县夫子庙记》一

文评道：“‘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

论者欤！’是欧阳公以退之为谬论矣。”⑥ 此观点与 《非韩》针对 《处州孔子庙碑》的批评十分接近。

苏轼虽高扬韩愈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⑦ 的历史贡献，但在学理层面却多有讥议。他在

《扬雄论》中辩驳了韩愈 “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的说法，“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

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⑧ 又在 《韩愈论》中批评其 “于圣人之道，盖

亦知好其名矣，而未 能 乐 其 实”，因 而 尽 管 平 生 “为 论 甚 高，其 待 孔 子、孟 轲 甚 尊，而 拒 杨、墨、

佛、老甚严”，但 “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⑨ 两篇文章的批驳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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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开在 《应责》中宣称，“吾 之 道，孔 子、孟 轲、扬 雄、韩 愈 之 道；吾 之 文，孔 子、孟 轲、韩 愈、扬 雄 之 文”，参 见 《全 宋 文》

卷１２６，第６册，第３６７页；在 《续师说》中 论 述 了 “世 不 可 弃 其 师，人 不 可 定 其 性，师 存，而 恶 可 移，师 亡，虽 善 不 能 遽 明

也”的观点，参见 《全 宋 文》卷１２６，第６册，第３７０页。孙 复 在 《信 道 堂 记》中 重 提 了 “吾 之 所 谓 道 者，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 卿、扬 雄、王 通、韩 愈 之 道 也”的 主 张，参 见 《全 宋 文》卷４０１，第１９册，第３１３页；

亦在 《上孔给事书》中感叹，“自 夫 子 没，诸 儒 学 其 道、得 其 门 而 入 者 鲜 矣，唯 孟 轲 氏、荀 卿 氏、扬 雄 氏、王 通 氏、韩 愈 氏 而

已”，参见 《全宋文》卷４０１，第１９册，第２９２页。石介在 《读 〈原道〉》中表示，“《书》之 《洪范》，《周礼》之六官，《春秋》

之十二经，《孟子》之七篇，《原道》之千三百八十八言，其言王道尽矣”，参见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７，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年版，第７８页；亦在 《尊韩》中称，“吏部 《原道》《原仁》《原毁》《行难》《对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

有也”，参见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７，第７９～８０页。

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之 《居士外集》卷２３，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９２８页。

释契嵩：《非韩上·第一》，《镡津文集》卷１７，《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版，该卷第１６页。

释契嵩：《非韩中·第二》，《镡津文集》卷１８，该卷第４页。

释契嵩：《非韩下·第三十》，《镡津文集》卷１９，该卷第２２页。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１５，第１１８页。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１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０９页。

苏轼：《扬雄论》，《苏轼文集》卷４，第１１１页。

苏轼：《韩愈论》，《苏轼文集》卷４，第１１４页。



向 《原性》《原人》等文章的基本立论，也与 《非韩》的相关篇目持近似的论点。在苏门弟子中，张

耒针对 《原道》批评 “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① 秦观虽未对韩愈有所质疑，但

将其对韩愈的讨论、揄扬局限在较单纯的文学范围中，称许其与杜甫 “集诗、文之大成”，② 亦实质

上将韩愈从儒学史的经典谱系中剥离。

不过，韩愈作为 “道统”记忆元素的资源和功能价值，并不可能因为质疑声音的出现而被完全

抹杀。在新的儒学理念成熟之前，由帝王和士大夫共同引导的主流文化观念仍需要维护韩愈文章对

于儒学思想史 的 积 极 意 义，否 则 将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面 临 “道 统”虚 无 或 真 空 的 危 险。神 宗 元 丰 七 年

（１０８４年），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以 “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

阙典也”为由，而奏请将其从祀孔庙并获得批准。③ 宋室南渡后，高宗、孝宗两代帝王都对韩愈文章

中蕴含的知识与思想表达过重视。绍兴八年 （１１３８年）五月，高宗下诏准许将韩愈文集作为科举命

题的资源，“韩愈 《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经，不抵牾圣人之道者，许依 《白虎通》《说文》例，出

题以取士”。④ 在宋代帝王与士大夫 “共定国是”的历史语境中，帝王的诏令亦是精英士大夫主流意

志的体现，可知当时主导性的批评话语仍然认可韩愈散文具有 “佐佑六经”的功用。此后，孝宗于

淳熙八年 （１１８１年）撰 《原道辨》一文质疑 《原道》的说法，认为释、道的思想与儒学并非矛盾，⑤

其立意原则、方向均与契嵩相似；但曾任宰相的史浩建议孝宗将其改名为 《三教论》，并指出原因在

于 《原道》“唐人无不敬服，本朝言道者亦莫之贬，盖其所主在帝王传道之宗，乃万世不易之论。原

其意在于扶世立教，所以人不敢议”，⑥ 若批评此文不当则会动摇意识形态的根基。这也是韩文尽管

遭受质疑，但其基本纲领与立意仍被承认和维护的原因。

然而，在与佛、道思想的共存与竞争中，宋代儒学士大夫必须对来自佛学精英的非难、争鸣有

充分的重视与积极的吸收。这就促使他们以新的学术视角，对自身学术体系中的记忆元素和既有价

值观念加以辨析与更新，重新阐释韩愈文章的历史意义。理学思想家程颢、程颐在其语录中曾较多

提及 《原道》《读墨》等文，在肯定之余亦指摘其偏颇之处，例如：

韩愈亦近世 豪 杰 之 士，如 《原 道》中 言 语 虽 有 病，然 自 孟 子 而 后，能 将 许 大 见 识 寻 求 者，

才见此人。⑦

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⑧

从维护儒学思想的角度出发，二程认可韩愈 《原道》等主要文章的基本立意与格局框架，但对其中

的具体观点则不尽认同；他们认为韩愈未能合理措置文字修习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是以理学家的视

角对古文家治学策略与文化贡献的重新审视。二程之弟子杨时亦从类似立场出发，评价韩愈 “及观

５３１

裴云龙：重构记忆：论宋元时期韩柳散文典范性的生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耒：《韩愈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张耒集》卷４１，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７７页。

秦观：《韩愈论》，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卷２１，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８０页。
《宋史》卷１０５ 《礼八》，该卷亦载 “诏 如 礼 部 议，荀 况 封 兰 陵 伯，扬 雄 封 成 都 伯，韩 愈 封 昌 黎 伯，令 学 士 院 撰 赞 文”，第２５４９
页；亦参见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４５ “神宗·元丰七年”，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２９１页。

宋高宗：《昌黎集许出题取士诏》，《全宋文》卷４５０４，第２０３册，第２５１页。

宋孝宗：《原道辨》，《全宋文》卷５２７９，第２３６册，第２９７页。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３，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４４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１，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５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８，《二程集》，第２３２页。



其所学，则不过乎欲雕章镂句，取名誉而止耳”。① 理学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宋代儒学的转型，对韩愈

散文典范属性和儒学史价值的思辨与重估也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表现。

南宋后，更多理学型士大夫深入辨析了韩愈文章与理学思想的异同，但在具体方法与路径上存

在区别。有些批评者主要着眼于总结韩愈思想与理学的相通因素，从而将韩文继续树立为儒学思想

的典范。杨万里师从于张浚，且尊崇二程 “以仁为觉，以敬为守，以中为居，以诚为归，以致知为

入，以明道不计功为用”② 的思想理念，但他对韩愈在儒学道统谱系中的作用仍然予以肯定与维护。

他的两篇 《韩子论》就一些论者针对 《原道》“不合于圣人之意”的非议做了回应，对于 《原道》中

“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的含义，杨万里将其解读为 “异端乘之，韩子塞之。异端入之，韩

子出之”，即韩愈通过对 “仁与义”的倡导和坚守捍卫了儒学对 “道与德”的解释权；③ 并且，他认

为 《原道》有关 “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主张也充分考虑到了辟佛之后在现实层面的善后问题，

称赞 “韩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④ 杨万里认为韩愈、欧阳修因其在历史上对儒佛之辨的澄清而无

愧于 “圣人之徒”的名号，并在讨论中回应了其他理学学者针对二人历史意义的疑问，从而维护其

在道统记忆中的典范地位。⑤ 杨万里在接续二程学说的基础上强调理学与古文家思想的一致性，他曾

在对二程之学做高度评价后提及， “而韩子曰： ‘轲死不得其传。’其真不得其传耶？其真不见其传

耶”，⑥ 即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认为韩愈、二程的思想都属于孟子学说的延续，由此维系韩愈在道统

记忆体系中的权威性。

与杨万里主要着眼于韩愈 与 理 学 的 共 通 性 相 比，朱 熹 较 多 侧 重 于 辨 析 唐 宋 古 文 家 思 想 的 局 限。

他指出韩愈专务于文章的写作而忽视了对道德的内心体认与行为实践，并在 《读唐志》中阐发道：

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

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大振颓风，教人

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授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

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⑦

由此可知，朱熹对韩愈的批判并非主要立足于其文章的知识内容，而是指向其在政治、文化行为上

的局限性，也包括其性格与心态中的可议之处，这也类似于契嵩所质疑的焦点。对此类问题，朱熹

将其归因于诸多历史文化要素的客观约束，“东京以降，讫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

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⑧ 然而，朱熹亦据此认可在唐代的文化语境中，韩愈文章的见解深度

已远超前贤的水平，例如他评价 《原道》等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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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时：《与陈传道序》，《全宋文》卷２６８４，第１２４册，第２４７页。

杨万里：《庸言十六》，《杨万里集笺校》卷９４，第３６１９页。

杨万里：《韩子论上》，《杨万里集笺校》卷８６ 《心学论·圣徒论》，第３４１０页。

杨万里：《韩子论下》，《杨万里集笺校》卷８６ 《心学论·圣徒论》，第３４１２页。

杨万里 《庸言二十》载：“或问：‘韩子、欧阳子何人也？’杨子曰：‘圣人之徒也。’…… ‘然则或谓二者未知道也，信乎？’曰：
‘二子之未知道，其未知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之道乎？抑亦未知清净寂灭虚玄空无之道乎？不知乎前，二子焉得为圣之徒？不知乎

后，二者安得为非圣之徒？”参见 《杨万里集笺校》卷９４，第３６３４页。

杨万里：《庸言十六》，《杨万里集笺校》卷９４，第３６１９页。

朱熹：《读唐志》，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７０，参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３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３７５页。

朱熹：《读唐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７０，《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３３７４～３３７５页。



至于退之 《原道》诸篇，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扬、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乡

之所在，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①

在历史的有限维度内肯定韩愈的贡献，既是朱熹与二程、杨万里的共识，也在实质上重新认可了宋

初士大夫对此问题的基本立论。同 时，朱 熹 在 《玉 山 讲 义》中 曾 言： “韩 文 公 云：人 之 所 以 为 性 者

五，其说最为得之。”② 认为这与他所推崇的性善论形成实质的呼应。综合来看，朱熹承袭了二程对

韩愈思想局限性的批判视角，将其归因于时代因素的限定与古文家难以超越的认知畛域。

这一视角亦表现于他对欧阳修等北宋古文家的批判中，“是则疑若几于道矣，然考其终身之言，

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③ 概而言之，朱熹承认韩愈散文对儒学思想的阐发具

有超越时代与历史的深度，但仍难以摆脱认知思维与文化身份的局限，为经典的价值属性与研习意

义也被限定在知识阅读的范围中。朱熹自称 “余自少喜读韩文，常病世无善本，每欲借校一通，以

广流布而未暇也”，④ 且主编 《韩文考异》，为韩文整理、校勘出力甚多。在儒学发展史和知识阐发、

文章研读的框架内，朱熹仍肯定韩愈散文足以达到经典的高度，只是认为韩愈对 “道”的认知与实

践模式在当下并不具有进一步传承、推 广 与 践 行 的 现 实 价 值，这 也 在 实 质 上 回 应、汲 取 了 “非 韩”

思想与论说中的合理成分。在儒学向心性之学转型的背景下，朱熹仍肯定韩愈文章对传承儒学文化

记忆的作用和历史贡献，同时强调以理学的视角做思辨性的审视。

朱熹对韩愈文章经典属性的理解和判断，在南宋及金元时期的理学知识场域中形成了广泛影响。

《文章精义》的作者李涂曾对韩愈与司马迁以及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宋代理学家的文章作如下比较：

濂溪先生 《太极图说》《通书》、明道先生 《定性书》、伊川先生 《易传序》《春秋传序》、横

渠先生 《西铭》，是圣贤之文，与 《四书》诸经相表里。司马子长是史官之文，间有纰缪处。退

之是文人之文，间有弱处，然亦宇宙间不可无之文也。⑤

李涂将韩愈的散文定位为 “文 人 之 文”，尤 其 注 重 其 与 周、程、张 等 “与 《四 书》诸 经 相 表 里”的

“圣贤之文”相区别，这就为其在儒学维度的经典属性做了明确的限定。韩愈与宋代理学家对儒学做

出的不同贡献，黄震将其归因于时代变迁产生的不同参照视角和儒学发展转型的更高要求，“功有相

因，理日以明，譬之事业，文公则拨乱世而反之正者也。我朝诸儒则于反正之后，究极治要，制礼

作乐，跻世太平者也”。⑥ 在对韩文的总评中，黄震亦对朱熹的主张有自己的理解：

愚观晦庵平日于昌黎实敬其人，实爱其文，独以其未免诗酒浮华，志在利禄，而微有叹息

之辞。瑕瑜不相掩，已极议论之公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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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朱熹：《王氏续经说》，《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６７，《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３２８３页。

朱熹：《玉山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７４，《朱子全书》第２４册，第３５８８页。

朱熹：《读唐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７０，《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３３７５页。

朱熹：《跋方季申所校韩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８３，《朱子全书》第２４册，第３９０５页。

李涂：《文章精义》第９６条，王利器校点：《文则　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１９页。

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５９。

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５９。



可知黄震着意对韩愈文章与宋代理学思想予 以 并 重 与 统 合，这 又 与 杨 万 里 的 思 路 存 在 相 当 的 默 契。

自宋、金入元的儒学精英也以类似的视角考察韩愈散文的意义。郝经在 《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中

称赞 韩 愈 “其 《原 性》一 篇，高 出 荀、扬 之 上”，但 随 后 指 出 “周 子、邵 子、程 子、张 子、朱 子 之

书”于 “论道论理、论才论气、论质论情，又备于韩子之书，皆先儒所未道者”，① 又以 “韩李端绪

开，伊洛本根揭”② 的诗句概括韩愈与宋儒的不同贡献，既褒扬了韩愈散文对于心 性 之 学 的 开 端 意

义，也指出其相对于宋代理学在深度上有逊色之处。在儒学转型的历史语境下，南宋金元时期的知

识阶层普遍从理学思想角度，对如何重新评估、界定韩愈散文的思想价值形成了基本的共识。

综上，在宋元时期，韩愈散文的文化记忆内涵在争鸣中被反复辨析。契嵩的 《非韩》组文从学

理、心态等角度对韩愈的地位发起的激烈挑战，促使儒学精英重新评估韩愈散文的学术价值和历史

作用。经由杨万里、朱熹等理学家的思辨，韩愈文章的典范性被限定在思想史、学理研讨与文章写

作的框架内，其相对于宋学的疏失与局限也得到了客观揭示。这一儒学转型语境和视角下的思辨与

重构，对韩愈乃至唐宋古文批评史具有深远影响。清代中期，沈德潜将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八家散

文与 “宋五子”代表的理学家著作之差异描述为 “春华”与 “秋实”③ 的区别，体现了这一共识的持

续影响。

四、记忆的重新审视：柳宗元散文史学价值的发现

柳宗元创作了许多散文名篇，但其作品的思想意义在中晚唐及五代时期并未受到广泛认可与深

度阐释。皇甫湜在祭文中称许其 “肆意文章，秋涛瑞锦”，④ 《旧唐书》本传评述 “其巧丽渊博，属辞

比事，诚一代之宏才”，⑤ 都是从修辞效果角度给予的感性评价。北宋前期，柳宗元文章受到认可的

力度仍然较为有限，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柳宗元散文长期未得到广泛的传播。穆修在 《唐柳先生集

后序》中谈道：“常病 《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残落才百余篇。”他同时认为柳宗元生前的政治

遭际也影响了其文章在后世受到尊崇的程度，感叹 “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时，何故伏真文

而不大耀也”。⑥ 欧阳修甚至否认韩、柳并称的合理性，认为 “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

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二人 “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⑦ 进而贬斥柳宗元 “真韩门

之罪人也”。⑧ 由此可知，柳宗元散文的典范意义仍有待于阅读者的重新审视。

柳宗元文章典范性的 发 现，与 欧 阳 修、苏 轼 等 北 宋 古 文 家 对 史 学 的 深 入 探 研 有 较 密 切 的 关 系。

欧阳修在 《新唐书·宗室列传》的赞语中肯定了杜佑、柳宗元关于封建制度成因、作用的反思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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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１２３，第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３页。

郝经：《曲阜怀古·子思墓》，参见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３，《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９１册，第５１３页。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序》，中国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页。

皇甫湜：《祭柳子厚文》，参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６８７，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７０４１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１６０，第４２１５页。

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全宋文》卷３２２，第１６册，第３１页。

欧阳修：《唐 柳 宗 元 般 舟 和 尚 碑》， 《集 古 录 跋 尾》卷８，参 见 李 逸 安 点 校： 《欧 阳 修 全 集》卷１４１，中 华 书 局２００１年 版，第

２２７６页。

欧阳修：《唐南岳弥陀和尚碑》，《集古录跋尾》卷８，《欧阳修全集》卷１４１，第２２７８页。此外，苏轼亦非议过柳宗元部分文章中

展现的心态，认为 《瓶赋》中流露的情绪 “有愧于斯文”，参见 《东坡志林》卷９，《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版，

第４３页；在 《与江惇礼五首·二》中，苏轼认为 《非国语》等知识辨析类文章中渗透了 “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的

观念，称 “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参见 《苏轼文集》卷５６，第１７０３页。另外，廖偁针对 《封建论》也提出了反驳的观 点，认

为封建制度的推行属于 “古之常道”，从而指出柳宗元 “封建者，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的 结 论 “盖 知 其 末 而 不 知 其 本”，参 见

《全宋文》卷３６１，第１７册，第３２２～３２３页。



相当的合理性，“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① 苏轼在 《论封建》中推崇并阐发

了柳宗元的相关论点，“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

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② 可见，欧阳修等人对柳宗元部分言行的批评，并未影响他

们对 《封建论》等文所具价值的认知。经由他们的重新审视，柳宗元散文对历史知识、规律进行梳

理、辨析与阐述的理路和识见，成为构成其典范性的主要因素，也成为其区别于韩愈散文的典型特

征。哲宗绍圣二年 （１０９５年）十一月，朝 奉 郎 曹 辅 在 柳 宗 元 的 祭 文 中 褒 扬 其 史 识 的 渊 博 与 文 风 的

宏肆，“其学也囊括今古而该百氏兮，或参之驳杂而取 之 粹 纯”，“其 文 也，若 秋 涛 之 鼓 雷 风 兮，汹

涌澎湃而无垠；若八骏之骋通衢兮，王 良 执 策 而 造 父 挟 轮”。③ 徽 宗 崇 宁 三 年 （１１０４年）七 月，柳

宗元被敕封为文惠侯，中书舍人薛昂在所拟告辞中称许其 “厉志精专，记览浩博，贯穿经史，溢为

词华”。④ 可知至北宋中后期，知识阶层认为柳宗元散文的典范价值与其丰富、贯通经史的知识含量

有关。

南宋后，高宗于绍兴二十八年 （１１５８年）十一月下诏加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侯，时任中书舍人

的王刚中在所拟告词中称许柳宗元 “生传道学，文章百世之师”，⑤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韩愈相比，

柳宗元的散文不以对儒家道德哲学议题的阐发为主要特色，其学理性内容较多集中于对文献、制度

等领域历史问题的探研。柳文被帝王拔擢至 “道学”的高度，既说明其知识含量与学识水平已得到

文化精英阶层的广泛认同，亦足见史学对帝王和士大夫知识体系的建构有强大影响。起草此告词的

王刚中以 “博览强记”见称于 《宋史》本传，且在孝宗身为普安郡王时出任王府教授，史称 “每侍

讲，极陈古今治乱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辨”，⑥ 亦以史学见长。孝宗的知识体系颇为多元，他也曾

对 《原道》的思想与立场颇有微词，这或许亦可归因于其早年所受的博学教育。

南宋理学家亦 对 柳 宗 元 的 《封 建 论》等 史 论 类 文 章 予 以 相 当 多 的 关 注。虽 然 部 分 理 学 家 固 守

“夫封建与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的道德主张，指斥柳宗元的说法 “是蔽于理之言也”，⑦ 但更多

的理学家在对制度史的研讨中能够摆脱道德思维的约束，对柳文阐释历史的思路与论点予以理解和

褒扬。浙东士人范浚认同柳宗元的观点，认为封建的策略 “三代不可去，后世不可行”，一味地 “泥

古”必然忽略现实的发展变化。他在此基础上强调正视当下、因时而变的必要性，“人君将以应变济

务，如高祖之机权，诚所宜知”。⑧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以应对现实问题，是宋代浙东儒学的基本治学

特色。范浚对柳宗元 《封建论》的解读思路及其扩展方向，也体现了浙东学术思想与柳宗元文章的

契合因素。针对封建制度的存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

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虽不同于柳宗元所表述的 “不得已之势”，但对柳文之立意仍予实质的肯定。

此外，朱熹亦赞扬柳宗元 《辩鹖冠子》《辩列子》《非国语》等文展现了敏锐、精准的考辨眼光和卓识，

认为这些文史考辨类文章的 “精密”与 “刻深”⑨ 是柳文优于韩文之处。由此可知，柳宗元散文在史

学论析、考辨层面的价值和典范意义，也得到了南宋理学家的承认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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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论封建》，《苏轼文集》卷５，第１５８页。

曹辅：《祭柳侯文》，《全宋文》卷１８２３，第８４册，第５１页。

薛昂：《柳宗元封文惠侯告辞》，《全宋文》卷２７１０，第１２５册，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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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寅撰，刘依平校点：《读史管见》卷１７ 《太宗上》，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２４、６２６页。

范浚：《封建》，《全宋文》卷４２７８，第１９４册，第１０２～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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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士人也对柳 宗 元 散 文 的 品 评 表 达 了 类 似 的 见 解。王 若 虚 认 为 柳 宗 元 《断 刑 论》 《时 令 论》
《四维论》《贞符》等篇的论述 “皆核实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 《非国语》 “虽不尽佳，亦大有是

处”。① 受教于朱熹后学曹泾、归属于 《介轩学案》的元代文献学家马端临，亦曾撰文辨析封建与郡

县制的问题。他认同柳宗元、苏轼的说法，认为 “柳、苏二子之论，其剖析利害，指陈得失，莫不

切当，不可废也”，并将封建制不再适宜的原因做了道德性的解释，“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行

封建，否则莫如郡县。无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乱之具也”，② 从而将史学论析融入

道德立场。欧阳修、苏轼等北宋士人对柳宗元散文史学价值的发现，在经过不同学术主张、地域的

士大夫的审视后得到了相对一致的认可。

作为唐代文化记忆的重要部分，柳宗元散文由此获得并承载了新的典范意义。两宋时期，史学

在士人知识结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宋人不仅创作多部史籍，包括理学家在内的众多士人亦以历史

典故、人物、制度为论题写作大量史论文章，科举策论试题也多以史学知识的辨析设问。以 《封建

论》《非国语》等篇章为主要代表的柳宗元散文，考辨、评 述 历 史 的 思 维 和 论 点 启 发 了 宋 代 帝 王 与

士大夫的探索思路。同时，柳宗元对 《列子》《晏 子 春 秋》 《鹖 冠 子》等 古 代 文 献 真 伪 与 价 值 的 考

辨，本身亦属于对古代文化记忆的整理与探研，这一知识属性也能够契合宋元部分理学家与文献学

家的治学趣味。此外，柳宗元所撰 《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三戒》等寓言文章亦得到多部宋代

选本的青睐，而这类文章 从 日 常 人 事 中 发 现 处 世、为 政 的 道 理 和 规 律，在 行 文 理 路 上 展 现 的 典 范

性，也和史论类文章颇有相通之处。明代中期，茅坤在 《唐 宋 八 大 家 文 钞》中 强 调 说：“昌 黎 之 文

得诸古六艺及孟轲、扬雄者为多，而柳州则间出乎 《国语》及 《左氏春秋》诸家矣。”③ 这一比较性

的评述认定了柳宗 元 散 文 的 知 识 渊 源 与 经 典 属 性，亦 因 袭 了 宋 元 知 识 精 英 对 柳 文 经 典 属 性 的 普 遍

认知。

五、记忆的整合及应用：韩柳并称及其在 “唐宋八大家”体系中的意义

在 “唐宋八大家”的经典体系中，韩柳散文的典范性不仅关乎知识内容与行文技法，也体现于

韩柳并称及其与北宋六家共同承载的学理意义。

首先，韩柳并称体现了南宋及金元士大夫并重经史的知识教育思想。在当时的儒学文化背景下，

文学经典的标举与解读，既是对文学史的建构与评价过程，也是由士大夫主导，旨在实现知识培养

与人格塑造的教育活动所要求的任务。散文经典对于传授儒学思想与经史知识的教育意义则更加明

确突出。在古代士大夫的知识体系构建中，经学教育为其树立哲学观念与基本价值取向，史学教育

培养其针对现实事务的关联与思辨能力。师从于张浚的浙东理学家王十朋在其所拟的系列策问试题

中即表现了对经学、史学问题的共同关注，体现了对应试者知识储备的贯通性要求。这些试题中就

包含与韩柳文章密切关联的内容，例如由韩愈 《原道》引出 “道”在韩愈前后时代的流传、延续问

题；④ 在对封建、郡县制得失加以梳理后提出 “欲使罢诸侯置守而无嬴秦之危，封建侯藩而无汉、唐

之乱，果何术而可”的问题，⑤ 则涉及对 《封建论》的解读；亦有直接针对韩愈、柳宗元多篇文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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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综合辨析，“夫韩、柳邪正，士君子固能言之，至于议论，则未可因人而轻重，愿与诸君辩其当

否”。① 王十朋表达了高度的推 崇，并 直 言 “学 文 而 不 韩、柳、欧、苏 是 观，诵 读 虽 博，著 述 虽 多，

未有不陋者也”。② 由此可知，将韩愈、柳宗元散文共同标举为散文经典，有助于引导、促进儒学精

英并重经学与史学，形成综合、完善的学识体系。

其次，韩柳并称体现了宋元知识精英在 “古文”原则下兼容多种个性的审美好尚。王十朋既抒

发过对韩愈 “以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而发为日光玉洁、表里六经之文”的由衷激赏，③ 也指出

韩愈的 “雄健”“纯粹”和柳宗元的 “温雅”“奇”各有千秋，且韩、柳、欧、苏的行文特色也均有

各自的借鉴价值，故应 “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④ 陈造亦认为同属

于古文的韩、柳作品存在 “粹而古”与 “辨而古”的差别，但 “皆可仰可师”。⑤ 宋元知识精英以此

标示，所有承载道德精神且蕴含鲜明个性的散文都足以成为经典，力图以相对开放的姿态实现对文

章写作风气的正面引领。

最后，韩柳与北宋六家体系的衔接，为 “唐宋八大家”这个以宋学为基础的散文经典系统明确

了知识内容与表达风格的本源。作为 “唐宋八大家”的主体，北宋六家是由 “欧学”与 “苏学”整

合而成的经典体系，具有相当的自足性，其建构过程亦体现了南宋金元时期知识精英以理学视角对

宋代早期儒学形态的回顾与审视。⑥ 元明之际，“八家”形态最早的推出者朱右亦出自 “北山四先生

学案”的浙东儒学脉络，他曾指出 “濂洛以来，圣学未明，文愈难治，工辞章者或昧于理，务直述

者或少文致，二者胥失之也”，故提倡 “辞严而理阐，气状而文腴”的文章范式，⑦ 由此将韩柳欧苏

“六先生之文”（合 “三苏”为一家）确立为 “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的至高典范。⑧ 可见，“八家”

系统的确立也包含了将古文传统融入理学领域的追求，是北宋六家散文体系建构思路的延展。并且，

南宋儒学精英认为欧苏等北宋古文家的贡献在于使韩愈的儒学追求和行文传统终获彻底践行。周必

大认为，“庐陵郡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续韩文公正传，遂为本朝儒宗”，⑨ “韩退之晚出于唐，颇以师

道自任，终亦莫能救也。天启圣朝，世与道兴，上而元臣大老信此道以觉斯民，下而老师宿儒进此

道以觉后觉，然后人知圣贤事业本非空言”；瑏瑠 类书 《新笺决科 古 今 源 流 至 论》更 指 明 欧、苏、曾、

王等人为韩愈事业赋予了真正的生机：

呜呼！昌黎之文，龙翔凤跃，日光玉 洁，出 入 周 孔，凌 驾 卿 云，千 态 万 状，道 德 仁 义 之 言

炳如也。然 《毛颖》一传，旧史讥之，则公之文在唐而未著；伯长所鬻经年不售，则公之文在

国初而未显。不 有 欧 阳 氏，其 孰 为 古 文 之 倡 欤？其 孰 继 昌 黎 之 躅 欤？自 是 而 后，如 苏、如 曾、

如王、如宋，诸君子继唱迭和，追逐前修，盛矣哉！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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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王十朋：《策问》，《王十朋全集·文集》卷１０，第７３４页。

王十朋：《读苏文》，《王十朋全集·文集》卷１４，第７９８页。

王十朋：《蔡端明文集序》，《王十朋全集·文集》卷２３，第９６３页。

王十朋：《杂说》，《王十朋全集·文集》卷１４，第８０１页。

陈造：《题六君子古文后》，《全宋文》卷５７５９，第２５６册，第２５６页。

参见裴云龙：《理学思维的儒学史审视———北宋六家散文经典系统的建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朱右：《潜溪大全集序》，《白云稿》卷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２８册，第７３页。

朱右：《新编六先生文集序》，《白云稿》卷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２８册，第６５页。

周必大：《龙云先生文集序》，《全宋文》卷５１２０，第２３０册，第１８３页。

周必大：《籍溪胡先生宪墓表》，《全宋文》卷５１７７，第２３２册，第２９８页。
《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卷１ “韩文”，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因此，为使北宋六家散文系统的学理意义得到完整的诠释，则必须追溯至韩愈的著述与影响。同时，

他们对韩柳散文典范属性的解读，着重把握、梳理其与北宋六家关联、贯通的学理要素，既包括共

同探研和阐释的经史问题，也包含文章技法的传承和影响。在六家内部，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文

章均以对儒学思想与道德的阐发为主要内容，承接自韩愈的要素尤为明显；而 “三苏”偏重于史学

的知识结构和擅长于史论文的创作特色，则与柳宗元的散文具有更多的相通之处。王十朋关于 “韩

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的表述即是对这一现象的感性概括。“唐宋八大家”这

一经典散文系统的建构，可被理解为韩柳与北宋六家体系的接合。

（责任编辑：李俊　陈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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